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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的层级与缝隙：陈赞一《小丑》小说集的结构主义解读 

刘坤 

赣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文艺学专业(研究生) 

 

引言 

 谢志强评析陈赞一微型小说时，总结出“对话”，“重复”，“潜隐”，

“系列”，“思考”，“写实”六个关键词，准确把握了陈赞一创作的技法特

点，而且表明“微型小说是提出问题的艺术，只问不答”1，袁龙重视香港微型

小说“纸短意长”的审美传统2，这些本土批评给认识陈赞一的作品带来很多角

度，把前面的观点同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理论联系起来，就可以更深层次地

探究《小丑》小说集中包含的十三个故事，它们内部的“因果联系”体现在哪

里？作者安排的人物命运的起落，是由偶然的个人事件造成，还是某种深层逻

辑必然促使如此？以及陈赞一在写作中是如何精心设计叙事形式，呈现小人物

在现代社会中“因何如此”的命运轨迹，以及如何在必然性中为自由留下可能。 

 

一、表层因果：叙事功能与序列中的命运展开 

罗兰·巴特于 1966 年提出，在《叙事结构分析导论》中，叙事由“功能”

单位形成，功能的基本单元是“信息单元”，功能的合成形式影响着叙事的意

义。他把功能划分成两类：“分布功能”与“整合功能”3，“分布功能”关乎

行动的横向推动，“整合功能”关乎意义的纵向挖掘，在此框架当中，陈赞一

小说里的对话和重复就是这两种基本功能类型。 

（一）对话作为分布功能：问答之间的命运转折 

巴特表明，分布功能是叙事的支架，这些功能依照因果逻辑串连成序列，

促使情节得以发展，《小丑》里的对话便是此类分布功能单元，周愉持续向世

界提问他的小丑表演可以给人们带来笑容吗？世界则用沉默或者嘲讽来回应他，

巴特所言的“核心功能”就是那些左右故事走向的重要节点，比如与太太有关

于表演会的交谈，于是满怀期待地准备演出；又如与同事谈及此事，遭遇多年

同事只有一人愿意购买票的尴尬境地；再有与学生交流，才知晓当小丑很难赚

大钱的冰冷现实，每组对话都是巴特所称的“核心功能”4，它们包含着“预期

—落空—再次预期—再度落空”的因果循环。 巴特重视，核心功能间的逻辑联

系不可倒转，后一功能需以先前功能为前提，《小丑》中的对话序列就如此，

 
1
 谢志强.六个关键词：陈赞一微型小说面面观[J]. 
2
 袁龙.香港微型小说的抒情叙事与市民心态[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6). 
3
 罗兰·巴特著. 符号学历险[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 113 页。 
4
 罗兰·巴特著. 符号学历险[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 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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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对话均依循前次对话的结果，一同促使周愉迈向悲剧终点。 《礼物》把对

话的分布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小说跨越了七年时光，核心情节却是两次相同的

提问：“你想怎样？”第一次出现在大学时期，徐丽芳在火车站鼓起勇气问陈

子善，陈子善反问：“什么‘想怎样？’”5——他没领悟到问题的分量。第二

次则是毕业多年以后，徐丽芳又问出了同样的话语，陈子善仍然没有察觉，直

到收到退回的项链和信件之后，他才意识到：“这七年间，我一直戴着这条项

链，就是想要听到你回答，你打算怎么办。”6 不同位置产生的相同功能会有

不一样的意义 ，两次提问表面上一样，但第一次属于开创可能性的“初始功

能”，而第二次则是结束可能性的“终局功能”——其间相隔七年的时延，使

得同样的提问具备了完全不同的话语分量。 

在《归家》当中，冯羡德命运的转折点在于一场关键对话，他离开家三十

多年之后，在旧金山的教堂里听到牧师宣讲：“没有谁会对你定罪吧？”“我

也不会对你定罪，你可以走了，从今以后不要再犯错误了。”7这句话成了促使

他回家的关键因素，不过小说里真正重要的对话却是“缺席”的——冯羡德一

直没能跟母亲，弟弟展开对话，也无法当面诉说自己的悔意，巴特在谈论功能

的时候提到，“缺席”也具备一种功能，这表明某种可能已经结束，等到冯羡

德回到香港之后，发觉母亲已经去世，房子也被拆掉，那些尚未达成的对话便

成了永远的遗恨。 

（二）重复作为整合功能：循环中的命运必然 

 对话可说是巴特所言的“分布功能”，重复则是“整合功能”，巴特表明，

整合功能不会促使情节发展，其关注的是人物的性格，情感以及氛围等纵向层

面 ，热奈特于《叙事话语》一书中把“频率”概念加以系统梳理，并且区分为

“单一叙事”“重复叙事”“叠加叙事”，陈赞一的小说里频繁采用重复手法，

这便是“叠加叙事”的典型应用，即经由重复来表现人物命运注定如此。 

《一生》全文不到五百字，用极为简略的更新叙事表现出生命本质，“闹

鐘響，起床，離開房子，進入房子，關燈，睡覺。闹鐘響，起床，離開房子，

進入房子，關燈……”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直到“最後，闹鐘不再響，

他也不再離開房子，進入房子”8。巴特所说的“整合功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

用——这些重复并非推动情节发展，而是营造出一种“生存状态”，使得读者

能体会到日常生活的异化特征，袁龙表明这篇小说“显示出每日每月每年的重

 
5
 陈赞一《小丑》，香港：加略山房有限公司 1993 年版，第 44 页。 
6
 同上，第 46 页。 
7
 同上，第 127 页。 
8
 同上，第 76-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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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乃是人生得以延续的基础，唯有死亡之时才无需重复”
9
。 人生本就是重复

的过程，所以死亡才是彻底的“不再重复”，文中分散的死亡事件指的是最后

一声闹钟不再响起，而整合的重复状态则指一生中的日常循环，二者彼此呼应，

一起形成了叙述的完整意义。巴特在论述整合功能时强调，相同的功能可以指

向不同的“标志”——《一生》的重复指向“异化”，它不是直线推进，而是

纵向深化，这正是其特性。 

 

二、深层因果：零度写作中的人物命运根基 

 对话与重复是命运表层的因果联系，潜隐部分则关乎命运深层的因果，即

那些未曾言及的往昔，未出现的其他人以及未展露的社会背景，这些都是人物

命运的实质根基。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1953）里提出的“零度写作”

概念，给认识这个层面给予了重要工具，“零度写作”是一种“一种直陈式、

新闻式的写作，是一种毫不动心的、中性的白色写作。”10，作家要隐去个人情

感的干预，让事实自身发声，陈赞一的叙事风格和巴特的零度写作存在本质上

的亲近之处——他很少直接评论人物命运，而是经由细节的提示，对比的显现，

名字的寓意，让读者体会到文本之下的庞大冰山根基。 

 《何月满》全文不足千字，却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人生故事。中秋之夜，一

位孤独老人到破旧烧腊店饮酒，与同样孤独的伙计攀谈。老人自述二十岁当兵，

“打完日本鬼子又打共產黨”，被俘后逃到香港，“當苦力”“好飲兩杯”

“連老婆也討不到一個”。直到小说结尾，伙计才说：“小姓何，叫何月滿。”

——原来这位伙计的名字就叫“月满”11，生日正是八月十五。巴特的零度写作

在此体现：作家不置一词评判，只让事实呈现。名字（“月满”）与命运（孤

独）之间的巨大反差，正是小说潜隐的力量所在。王海峰从镜像隐喻的角度解

读这篇小说，认为“何月满”这个名字“恍若变成了一种殷切的询问：‘何’

时真正‘月满’，何时个人与家国真正团圆？”战争、逃难、苦力生活、酒精

依赖……这些被一笔带过的经历，才是人物今日处境的真正原因。巴特所言的

“零度”不是没有温度，而是温度来自事实本身，而非作者的评论。 

《拐》中，赵于飞每天在太太相片前上香：“我要带志强去上厕，很快就

回来看你。”12太太已经去世，却始终“在场”——她决定了赵于飞的生活节奏，

也决定了他对小狗志强的称呼（志强是他本打算给儿子取的名字）。小说中有

一处极为关键的“潜隐”：赵于飞为何与太太没有子女？为何将小狗视为儿子？

 
9
 袁龙.香港微型小说的抒情叙事与市民心态[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6). 
10
 罗兰·巴特著.符号学原理[M].李幼蒸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 年.第 75 页。 

11
 陈赞一《小丑》，香港：加略山房有限公司 1993 年版，第 51--53 页。 

12
 同上，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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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从未被言说，却构成了人物命运的深层原因。读者只能从“打東洋鬼子時

弄跛的”13腿，推测他经历过的战争与苦难；只能从他与志强的相依为命，推测

他一生未曾获得的亲情。巴特在论述零度写作时强调，作家的沉默是一种策略

性的“退场”，目的是让读者进入文本。当老人院工作人员拒绝志强入院时，

赵于飞“蹲下来摸摸志强，志强親暱地吠了兩聲，脫了很多毛的尾巴，緩緩地

搖著、搖著……”14这沉默的一幕，胜过千言万语。巴特所说的“零度”正是这

种让事实说话的姿态。 

《剪髮》中，“我”偶然回到旧居，遇到小时候为自己剪发的高叔叔。小

说细致描写了高叔叔的衰老：剪刀钝了，手开始颤抖，“有時頭髮夾在剪刀中

還未斷他就繼續剪，弄得我的頭皮很痛”15。但更深层的“潜隐”是：高叔叔为

何会沦落至此？答案隐藏在几个细节中：“最近生意不好，于是又回到這裡来”

“再没有十个八个小朋友坐在地上一邊看連環圖，一邊排队轮候”16。因为城市

重建，老街坊搬走了；因为时代变迁，小孩子不再喜欢看“破舊的老夫子”。

作者不解释这些细节的意义，而是让细节本身说话。高叔叔的困境，是城市空

间重组与代际文化断裂的共同结果，而这些原因都隐藏在沉默之中。 

 阿尔都塞提出“结构因果律”概念，该概念表明，原因并非要素自身，而

是要素间的结构联系 17，此观点同巴特的“功能合成”思想相互应和，巴特也

关注到，叙事意义并不在于单个功能，关键在于功能之间的合成形式，18《小丑》

小说集包含十三篇作品，它们形成一个“互文网络”，人物命运彼此呼应，对

比，互补，一起表现出现代小人物的生活状况，这便是结构因果律在文学上的

体现。 

老人的三重命运形成一组深刻的对比，《拐》里的赵于飞被制度隔绝，只

能无奈地同朝夕相伴的小狗分离，《何月满》中的何月满遭受亲情疏离，中秋

佳节独自一人在简陋的小店里饮酒，《剪髮》里的高叔叔被时代遗弃，他的手

艺再也没人来问，最后悄然隐没在余晖之中。这三位老人存在相同的“因”，

即年老体衰，社会变革以及家庭支撑缺少；但是其“果”却各有差别，赵于飞

只能被迫分离，何月满只能独自饮酒，而高叔叔则只能默默退出舞台，阿尔都

塞的结构因果律表明，这些命运并非是个别随机事件，而是社会结构对于个体

所发出的一种“召唤”。 在一个极速发展的都市当中，老人属于被牺牲的群体，

这种情况是由结构决定的，并非个别人类偶然造成的，阿尔都塞的结构因果律

 
13
 同上，第 68 页。 

14
 同上，第 74 页。 

15
 同上，第 136 页。 

16
 同上，第 134-135 页。 

17
 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M]. 顾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年.。 

18
 罗兰·巴特著. 符号学历险[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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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这些命运不是孤立的个体遭遇，而是社会结构对个体产生的“召唤”，

在这样的都市环境里，老人往往会失去应有的地位，这是结构本身具有的必然

性，而不是某个个体碰巧发生的意外。 

理想主义者会有三种结局，这些结局表现出理想与现实关系的不同模式，

《小丑》里的周愉守住单纯的“小丑理想”，最后孤身离世；《好结局》中的

廖青云得到妻子支持去写童话，但一直无法解决生活难题；《酸枝》里的华宏

业把传统工艺同现代设计融合，从而闯进国际市场。把这三篇小说做对比，就

能看出理想与现实关系存在三种模式：要么纯粹斗争，要么艰难维持，要么革

新式转变，陈赞一就是经由一系列排列，让读者在比较当中思索：怎样才好让

理想主义在现代社会立足？ 

爱的三种形态构成现代人情感生活的谱系。《礼物》中是“错过的爱”—

—因未能及时表达而永远失去；《浪》中是“被交换的爱”——何家安一生都

在用付出换取虚假的温情；《少年情》中是“未完成的爱”——张翠薇默默付

出，何志文后知后觉，最终天各一方。三篇合观，呈现出现代人情感生活的共

同困境：爱的表达总是迟缓，爱的付出总是不对等，爱的理解总是滞后。巴特

所说的“功能的组合意义”在此显现——单篇文本的意义在系列网络中得以深

化和延展。 

 

三、超越因果：作者之死与读者生产中的命运自由 

巴特在《作者之死》（1968）19中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观点：文本的意义不

由作者垄断，而由读者在阅读中生产。宣告了作者的退场，将意义生产的权力

交还给读者。热奈特在《新叙事话语》中进一步提出了“叙事交流”的完整模

型，包括“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隐含读者—真实读者”20六

个层级。在这个模型中，“思考”既是人物的行动，也是隐含作者与读者之间

的交流方式——通过人物的思考，作者向读者传递对命运的反思。 

《遺失之神》是一篇关于思考本身的小说。垃圾站旁废弃的雕像被误认为

菩萨，信徒们争相膜拜；雕像失踪后，众人又自动赋予其“功德完滿，飛升到

玉皇大帝那處”的新意义。唯有那个孩子问出关键问题：“菩萨什么都可以寻

回，为什么它寻不到自己？”21这个问题是对整个信仰体系的根本性质疑。巴特

的作者之死在此显现：作者不给出答案，而是将问题留给读者。通过孩子的思

考，小说揭示了意义生成的偶然性与任意性——人们需要的不是真相，而是能

够安放焦虑的符号。因为人类无法承受意义的虚空，所以会自发地创造符号、

 
19
 罗兰·巴特著. 罗兰·巴特随笔选[M].怀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 300 页。 

20
 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 

21
 陈赞一《小丑》，香港：加略山房有限公司 1993 年版，第 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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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意义。思考者的任务，就是不断追问这些符号的合法性。孩子的提问，正

是对因果链条的突破——他不接受既定的解释，而要探寻背后的真相。巴特所

说的“读者的诞生”正是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22——当作者退场，读者成为

意义的共同生产者。 

《好结局》是一篇关于写作的写作，即“元小说”。廖青云坚持创作儿童

文学，因为他认为写儿童文学一定要有好的结局，那样小朋友才会相信这个世

界会有好结局。他在现实中的遭遇却一次次证明，“好结局”在成人世界并不

存在。小说提出了一个深刻问题：在一个没有好结局的世界里，是否还要坚持

写“好结局”？廖青云的答案是肯定的——不是因为世界真的有好结局，而是

因为“好结局”作为能指，具有抵抗虚无的伦理功能。正如妻子所说：“如果

再没有童话，下一代将不再相信有理想。”23这里的因果关系是：因为现实残酷，

所以更需要童话；因为成人世界不相信理想，所以更要为孩子守护理想。巴特

的作者之死理论在此获得反讽性应用——廖青云作为“作者”选择退场，让

“好结局”成为读者（下一代）可以相信的可能性。他的思考与选择，正是对

现实因果的超越。 

《歸家》的结尾，冯羡德在母亲坟前，虽然无法亲口说出忏悔，但小说暗

示他已在教堂中领悟了宽恕的真谛。“没有人定你的罪”这句话，成为他精神

上的归家。对于冯羡德而言，现实的家已经消失，但精神的家却可能通过宽恕

重新建立。当物理的家不复存在时，精神的家是否可能？小说以开放式结尾邀

请读者共同思考。巴特所说的“可写文本”正是这种需要读者参与生产的文本

——《归家》的结尾不是一个闭合的答案，而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结语：因果的必然与偶然 

 以罗兰·巴特的理论为核心，可以更为清晰地把握陈赞一《小丑》小说集

的创作逻辑中的因果设计，在叙事形式上，他自觉运用对话作为“分布功能”

安排因果链条，运用重复作为“整合功能”以强化命运的必然；在深层结构层

面，他通过“零度写作”隐去作者情感介入，让故事本身呈现出人物命运的深

层根源，并通过作品见的互文网络，使某一类型人物的个体命运上升为结构性

的因果律——由于现代都市的急速变迁，在社会环境中的老人被牺牲、理想被

挤压、人与人之间的爱被延误。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个人遭遇，而是社会结构对

个体的“召唤”。 

不过，陈赞一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没有把人物完全束缚在因果必然性里，

 
22
 罗兰·巴特著. 罗兰·巴特随笔选[M].怀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 307 页。 

23
 陈赞一《小丑》，香港：加略山房有限公司 1993 年版，第 1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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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思考”这一叙事行为，他在设计因果链条间留下了自由的间隙，比如周

愉临终时露出的笑容，何家安不愿交换的选择，廖青云坚持写作的决定以及华

宏业达成的转型等，这些瞬间都是对因果逻辑的回应与超越，是在必然之中获

取的短暂自由，焕发人性的光芒。这超越得以达成，依靠的是巴特所称的“读

作者之死”，即当作者退出舞台之后，不再为人物命运提纲唯一的解释，读者

便被邀请进入文本，变成意义的共同创造者。陈赞一在极短的文章篇幅当中，

因果的必然与自由的偶然相互交织，构成一个既闭合又开放的叙事世界，让因

果本身成为读者叩问生命的通道。 


